
 

工会主席身份是否影响员工留职意愿
—基于2016 年广东南海“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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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利用 2016 年广东南海“雇主-雇员”匹配数据，着重考察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

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有显著影响。工会主席

越是来自基层管理者的企业，其员工留职意愿越强，且该结论不受员工特征、工会主席特征和企业

（主）特征的影响。来自基层的工会主席主要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促使企业增加薪资、改善福利、

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促使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延长劳动合同期限以及提升员工安全感，以此来影

响员工的留职意愿。这一研究发现可为新时期企业如何有效留住员工提供新的思路和政策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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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经过多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中国劳动关系市场化转型基本完成（乔健，2008）。传

统的刚性用工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雇佣关系市场化日渐成为主导，劳动争议和劳资冲突日益

凸显，成为影响社会和谐及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常凯，2006；李永杰等，2013）。与此同时，劳

动合同短期化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致使就业的不稳定性加剧。与之相联系的是企业和员工

行为短期化，尤其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企业不重视员工的职业发展、薪酬福利等，员

工则频繁流动、擅自离职（魏下海等，2015）。根据前程无忧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被调查企业

的员工整体离职率高达 20.1%，同比增加 2.4 个百分点。其中高科技行业的员工离职率最高，达

到 25.1%，其主动离职率为 21.6%，即有超过两成的员工选择主动离职。①如此高的员工离职率，

无疑会给企业的正常运营和可持续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在着力推进“创

新驱动”战略，人（才）成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至关重要的因素。对于企业而言，其创新发展肯

定离不开人（才），谁能有效留住人（才），谁就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因此，在新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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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时期，研究员工留职意愿，想方设法留住员工，特别是核心员工，助力“创新驱动”战略无疑具

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目 前 国 内 直 接 研 究 员 工 留 职 意 愿 的 文 献 并 不 多 ， 比 较 有 代 表 性 的 观 点 ： 李 鑫 和 孙 清 华

（2010）认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会显著影响员工留职意愿，且主要通过提升员工组织承诺度和工

作满意度间接影响其留职意愿。杨春江等（2010）则从工作嵌入视角，探讨了工作嵌入对员工留

职意愿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对员工离职意愿进行了预测。孟祥菊（2012）研究发现，职业满意

度和工作满意度均对留职意愿有显著影响，且工作满意度具有正向预测员工留职意愿的作用。

由于留职意愿和离职意愿反映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影响留职意愿的因素很可能也是影响

离职意愿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得员工离职意愿得到学术界更多的关注。当前研究文献主要围绕

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叶仁荪等，2005；张爽等，2012）、晋升机会（张一弛等，2005）、工作压力

（顾远东，2010）、工作嵌入（杨春江等，2010）、薪酬福利（步丹璐和白晓丹，2013）及其公平与否（钱

爱民等，2014）、工作转换成本及获得新工作的机会（徐凤辉和赵忠，2015）、组织伦理体系建构（莫

申江等，2015）、外部环境（赵旭等，2016）等视角展开研究，而鲜有文献针对工会或工会主席对员

工留职意愿的影响进行研究。如前文所述，中国当前正处于劳动转型的关键时期，劳动争议和劳

资冲突日益凸显，员工离职率居高不下。如果工会或工会主席的积极介入能较好地解决劳动争

议，使员工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薪酬福利得以增加和改善，员工的满意度就可能得到提升、安全

感也可能得到增强，进而影响员工留职意愿，最终降低企业离职率，起到稳定就业的效果。基于

此，本文利用 2016 年广东南海“雇主-雇员”匹配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旨在回答以下问题：工会主

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是否存在影响？如果有影响，其影响机制是怎样的？其中包含着哪些异质性？

本文预期贡献主要有两个：其一，近年来，员工离职率居高不下，员工离职意愿或留职意愿

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围绕该议题，学者们主要从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晋升机会、工作压力、

工作嵌入、薪酬福利及其公平与否、工作转换成本及获得新工作的机会（叶仁荪等，2005；张一弛

等，2005；顾远东，2010；杨春江等，2010；孟祥菊，2012；步丹璐和白晓丹，2013；钱爱民等，2014；徐

凤辉和赵忠，2015）等视角展开研究，但忽略了工会主席身份这一重要变量对员工留职意愿的影

响，与现有的关于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研究相比，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经验证据。其二，现有研

究主要从工资溢价、减少工资不平等、促进合同签订、改善雇佣期限结构（姚洋和钟宁桦，2008；

Blanchflower 和 Bryson，2010；Fang 和 Ge，2012；詹宇波等，2012；魏下海等，2013；Yao 和 Zhong，

2013；李明和徐建炜，2014；罗燕和梁思敏，2014；Ying，2014；毛学峰等，2016）等方面考察工会或工

会主席的地位和作用。但尚无文献研究工会主席对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探讨这一议题，将有助

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工会或工会主席的地位和作用。

二、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

（一）中国工会的性质和作用。《中国工会章程》明确规定：中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

支柱，是会员和职工利益的代表”。由此可见，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中国工会一直扮演着双重角

色：一是被看作党和政府职能在企业的延伸，是资方−劳方有效沟通的“桥梁”，肩负着维护国家

利益和促进企业正常生产的重任；二是作为员工权益代表，被赋予协调解决劳资纠纷、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帮助扶持困难职工及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任务（王永丽和郑婉玉，2012）。由于既要代

表职工权益，又要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企业生产，结果使中国工会难免陷入角色冲突的尴尬境

地。因此，在面对职工要维权、企业要维产、国家要维稳三种情形时，工会很可能选择做一个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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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稻草人”（孙中伟和贺霞旭，2012）。①此外，在出现较大规模群体事件和劳资冲突时（如富士康

集团的“N 连跳”、南海本田公司罢工事件等），中国工会的平衡功能机制未能得到较好的发挥，

以至于竟然出现“集体失声”（李永杰等，2013）。这可能与中国企业工会缺乏相对独立运行机制

（乔健和钱俊月，2010）有关，在面临激烈的劳资冲突时不敢直面矛盾，结果难以发挥其维权的基

本职责。这也是当前我国企业工会作用遭到质疑，甚至被批为“影子工会”和“依附工会”的重要

原因之一。

尽管饱受公众质疑，我国工会在职工权益维护、工资集体协商和劳动合同或集体合同签订

等方面的作用却在日渐改善（魏下海等，2013）。特别是经过三次大的改革之后，中国工会的基层

维权职能逐渐得到强化（游正林，2010）。许多研究也证实，工会在维护职工权益、改善职工薪酬

福利等方面成效明显。胡建国和刘金伟（2006）研究发现，与制造加工业相比，现代服务业和传统

服务业工会工人工资分别高约 53% 和 27%。姚洋和钟宁桦（2008）利用 1 268 家中国企业微观数

据测算了工会的工资福利效应，结果显示工会显著提高了职工平均小时工资，且无工会企业的

工资水平比有工会企业的少 5.6%。孙中伟和贺霞旭（2012）的研究也表明工会能够显著地保障工

人的最低工资符合率。李永杰等（2013）利用 2008 年 CGSS 微观数据评估了中国工会“工资溢价”

效应，发现工会工人比非工会工人具有更高的工资水平。毛学峰等（2016）基于 2010 年 CGSS 数

据的研究也发现，工会可显著提高女性工资，减少性别工资差异。Yao 和 Zhong（2013）认为工会

在促进雇员工资增长方面亦具有显著作用。而杨继东和杨其静（2013）的研究表明，在具有政治

关联的企业中，工会的工资“溢价效应”被显著弱化。魏下海等（2015）利用 2012 年全国民营企业

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工会可以显著减少企业临时雇佣和短期雇佣占比，增加长期

雇佣占比，从而改善企业雇佣期限结构。

（二）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影响的作用机制。在对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认

为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主要通过提高员工薪酬、改善福利和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

推动企业与员工签订合同和延长合同期限，以及增强员工安全感等三条渠道来影响员工留职意愿。

首先，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通过和企业协商、谈判等方式为基层员工谋福利，以

此来影响员工的留职意愿。毋庸置疑，工会能够提高员工的工资和福利（Card，1996；姚洋和钟宁

桦，2008；Blanchflower 和 Bryson，2010；詹宇波等，2012；魏下海等，2013；李明和徐建炜，2014）已成

学界共识。工会高工资迫使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有针对性地选择流动性低、效率高的员工队伍

（魏下海等，2015）。此外，工会的介入有助于降低工资不平等（Freeman，1991；Dinardo 等，1996；李

永杰等 2013），从而减少由工资不平等带来的员工满意度下降。但工会作为有效连接政府、企业

和员工的桥梁和纽带，其作用的发挥必须依赖于工会的领导者−工会主席（罗燕和梁思敏，

2014） 。 工 会 主 席 对 工 会 工 作 方 向 的 把 控 、 工 会 职 能 的 发 挥 等 起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作 用 。 正 如

Olofsgård（2012）指出的，虽然工会领导无实权，但其在信息沟通和决策制定等方面仍起着重要作

用，能够为员工工资集体协商和谈判等提供更好、更专业的支持。此外，工会领导在推动员工维

权活动中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明娟和曾湘泉，2015）。由于利益诉求存在差异甚至完全对立，

或受制于企业雇主和管理层，结果会使由雇主或中高层管理者兼任的工会主席在履行维护职工

合法权益职责时站在员工立场说话的可能性不大。正如游正林（2010）所说，很多基层单位工会

主席实际上都是所在单位或部门的领导，其工作立场注定很难与职工群众一致。而从基层管理

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受到企业高层或者资方的制约影响会小很多（罗燕和梁思敏，2014），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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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孙中伟和贺霞旭（2012）的观点：企业工会类似稻草人，只是象征性地开展一些慰问或文化娱乐活动，宣示自身的存在。详情见作

者《工会建设与外来工劳动权益保护——兼论一种“稻草人机制”》，《管理世界》2012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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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谙一线员工的疾苦，能够利用工会的集体发声机制，站在员工立场替员工发声，为员工谋福利，

因而更容易得到员工的信任和支持。由于来自基层工会主席的努力，员工的薪酬得以提高、福利

得以改善、加班工资得到保障。研究表明，薪酬水平的提高会降低员工的离职动机，有助于企业

留住优质员工（Salop，1979）。与此同时，员工工作满意度也因福利待遇的改善趋于增加，离职率

与工作满意度负相关（Griffeth 等，2000；叶仁荪等，2005；张爽等，2012），因而员工选择留下来的概

率也会越大。

其次，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可通过推动企业与员工签订合同以及延长合同期限

来影响员工留职意愿。主要表现在：一是作为基层员工的代言人，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

席将致力于促使企业签订有利于员工的劳动合同，保障合同签订率（Fang 和 Ge，2012；Yao 和

Zhong，2013；Ying，2014）；二是工会的制度约定可帮助雇员与企业签订长期劳动合同（Heyes 和

Stuart，1998；Böheim 和 Booth，2004）。此外，工会还可以显著减少企业临时雇佣和短期雇佣占比，

增加长期雇佣占比（魏下海等，2015）。这就使得从基层选拔的工会主席依据《工会法》、《劳动合

同法》等法规，尽可能促进企业与员工签订较长期的劳动合同，通过延长合同期限来影响员工留

职意愿。较长的合同期限无疑会使员工选择留职的机率大大提升。

第三，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可通过推动企业与员工签订合同，增强员工安全感

来影响员工留职意愿。工作安全感可描述为员工身处不良环境中的一种心理状态（Murphy 等，

2013），缺乏工作安全感是员工在工作中面临的主要压力源之一（De Witte，1999）。工作安全感的

缺失会对员工心理产生负面影响（张岗英和董倩，2013），从而萌生离职意图。研究表明，工作不

安全感与员工离职显著正相关（Ryan 等，2007；Staufenbiel 和 König，2010；Mauno 等，2014）。换句

话说，在某种程度上，工作安全感与员工留职意愿正相关，即工作安全感越强，员工留下来的意愿

会越强。来自基层的工会主席通过推动企业与员工签订形式完善的劳动合同，不仅给员工带来

了更高水平的就业安全保障，增加了安全感，而且提升了员工工作满意度，导致其离职倾向下降

（刘庆玉，2016）。Skedinger（2010）的研究也表明，作为就业保护的一种形式，劳动合同的签订可能

会减少劳动者的离职现象。

三、数据与实证模型

（一）数据与变量定义。本文数据来自广东佛山市南海区“雇主-雇员”匹配数据库。该数据

库是由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在 2016 年 11 月−12 月调查取得，包括 145 家企业和

3128 名员工随机样本。本文重点关注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根据问卷调查中

“您是否打算长期留下来工作？”这一问题的回答，构建是否愿意留下来的虚拟变量，以表征员工

留职意愿。同时依据调查中“工会主席目前是贵企业：1. 普通员工 2. 基层管理干部 3. 中高层管

理干部 4. 雇主”这一题项来识别工会主席身份。若其答案为 1 和 2，则该虚拟变量取值为 1，表示

工会主席来自企业基层；若其答案为 3 和 4，则取值为 0，表示工会主席来自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或

雇主。①

由表 1 可知，工会主席身份与员工留职意愿正相关，即工会主席越是来自于基层的企业，其

员工愿意长期留下的比例也越高。工会主席来自于普通员工或基层管者的企业，员工愿意长期

留下来的比例为 84.25%，比工会主席来自于中高层管理者和雇主的企业高近 4 个百分点，比平

均水平也高 3 个百分点。初步印证了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会产生较为显著影响的结论。

罗永华、魏下海、吴春秀：工会主席身份是否影响员工留职意愿

① 通过查阅调查数据，工会主席身份的答案中，没有来自于基层员工，所以虚拟变量 1 只表示工会主席来自于基层管理干部，文中统一

称基层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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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模型。由于被解释变量“留职意愿”为虚拟变量，本文拟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具体模型如下：

prob (stayi = 1) = ∅
(
β0+β1unioni+

∑
γ× cvi+ privatei+hi_techi

)
（1）

其中：stay i 为员工留职意愿虚拟变量，union i 为工会主席身份的虚拟变量，cv i 为控制变量集，

privatei 为所有制效应，hi_techi 为企业类型效应。控制变量集包括员工、企业（主）以及工会主席

三个层面的控制变量。

员工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员工年龄。员工年龄越大，心态会日趋成熟，导致其风险偏好

会越低（Kidd，1993），因而流动性也越低，留下来的可能性也越大。可以认为员工年龄越大，工作

年限越长，就越倾向于选择留下（Allen 和 Griffeth，1999）。（2）员工受教育年限。教育作为人力资

本的重要形式，对员工的离职选择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具有较长教育年限的员工，在企业的薪酬

和福利往往更高，其离职的机会成本相对更大，因此受教育年限长的员工离职的可能性会较低

（Price 和 Kim，1993）。（3）员工的职位（分别用 3 个虚拟变量表示：1. 普工、技工和文员，2. 基层管

理者，3. 中层及以上管理者）。职位越高的人，无论是工资水平还是各项福利（包括职务消费、各

种与职务有关的津贴等）都会水涨船高，因而其选择留下来的概率将会增加。（4）老家是否有老

人需要赡养虚拟变量（1 表示有，0 表示没有）。Price（2001）认为亲属责任有助于员工保持当前的

就业状态，故亲属责任会增强员工留职意愿。在一定程度上，家里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员工更希望

工作稳定，以赚取更多的钱来负担家里老人的日常开支，不太可能选择主动离职。

工会主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工会主席年龄和在位时间。工会主席年龄越大，在位时

间越长，其工作经验也越丰富，对处理劳资冲突、缓解劳资纠纷、保障职工权益等棘手问题会更

加娴熟，也更敢于为员工发声，因而更易得到员工的信任和拥护。由于能更好地协调企业和员工

之间的关系，员工对企业的满意度可能会上升，因而选择留下的可能性会更大。（2）工会是否有

例会制度（1 表示有，0 表示没有）。有例会制度的工会有助于工会主席与工会成员集体协商工会

工作，快速解决员工日常碰到的问题，也有可能使员工的留职意愿增强。

企业（主）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企业负责人受教育年限和在位时间。受教育年限越长，

意味着学习能力越强，各方面知识（包括管理理论）积累也就越多；在位时间越长，管理的实践经

验也越丰富，企业的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程度也可能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影响员工的留职

意愿。（2）企业负责人是否为中共党员（1 表示中共党员，0 表示非中共党员）。若企业负责人为中

共党员，则肩负稳定就业的政治重任，可能会想方设法留住员工。但也有研究表明，在具有政治

关联的企业中，工会的工资效应明显减弱（杨继东和杨其静，2013）。即政治关联会影响工会为增

进员工利益所做的努力，从而抑制员工薪酬增长的幅度，进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留职意

愿。所以企业负责人的政治身份如何影响留职意愿，有待进一步考证。（3）企业是否出口（1 表示

出口，0 表示没有出口）。出口的企业其员工离职的可能性也会降低。（4）企业开工率。开工率高

的企业，意味着企业的效益较好，员工的薪酬福利能得到一定的保障，员工留职的可能性较大。

此外，本文还控制了所有制效应和企业类型效应，所有制分私营企业和非私营企业（主要包

表 1    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影响

工会主席来源于企业基层 工会主席来源于企业中高层和雇主 总计

不愿意留下 57 374 431

愿意留下 305 1 538 2 274

比例 84.25% 80.44% 81.05%

　　注：皮尔逊卡方值=2.8836，概率 p=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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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国有、港澳台资及外资企业），其中 1 表示私营企业，0 表示非私营企业；鉴于此次调研的是南

海高新技术区的企业，企业类型按照问卷题项“企业是否属于《高新区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所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1 表示是，0 表示否。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四、实证结果

（一）全样本估计。由于“留职意愿”为虚拟变量，可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具体结果见

表 3。模型 1 为工会主席身份与员工留职意愿的简单回归估计结果；模型 2 为控制了所有制效

应、企业类型效应后，工会主席身份与员工留职意愿的简单回归估计结果；模型 3 为加入了员

工、企业（主）和工会主席特征变量后，工会主席身份与员工留职意愿的回归估计结果； 模型 4 是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控制了所有制效应、企业类型效应后工会主席身份与员工留职意愿的回归估

计结果。结果显示，在 10% 显著水平下，工会主席身份能有效影响员工的留职意愿，即工会主席

越是来自基层管理者，员工选择长期留下来的可能性也越大。如在模型 3 中工会主席来自基层

管理者，其员工留职意愿（即选择留下来的可能性）提升了 4.47%。在模型 4 中，控制了所有制效

应和企业类型效应后，其员工留职意愿也提升了 4.35%。本文利用 2016 年广东南海“雇主-雇员”

匹配数据确认了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的影响效应，即从基层选拔的工会主席更有助于企业

留住员工。与现有关于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研究相比，本文提供了一个新的直接的经验证据。

在估计中，大部分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显著为正，且符号与预期

基本相符。从模型 4 可知，年龄越大的员工越可能选择长期留下来，平均来说，年龄每增加 1 岁，

选择留下来的可能性约增加 0.53%，员工受教育年限每增加 1 年，选择留下来的可能性增加

1.72%，且都在 1% 水平上显著，这也与前文的预期相一致。员工所处的职位也会显著影响留职意

愿，与普通员工（包括普工、技工和文员）相比，基层管理者选择留下来的可能性高 10.07%，中高

层及以上管理者选择留下来的可能性高 5.66%，且分别在 1% 和 5% 水平上显著。

如果老家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员工，其留职意愿也会增加约 5.19%，这与前文 Price（2001）研究

结果一致。一个值得深思的发现是，企业负责人为中共党员，其员工选择留下来的可能性显著降

低。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是作为商人，在商言商，是否做出留人举措，企业负责人更多的是要考虑

该举措的收益是否大于成本，如果收益少于成本，企业负责人很可能不会积极留人。二是有政治

关联的企业（主）会抑制工会为增加员工薪酬等权益所做的努力（杨继东和杨其静，2013），进而影

响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降低员工留职意愿。工会主席年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工会主席年龄越

大，工作经验越丰富，处理问题更周全，更能够让员工心悦诚服。此外，企业负责人在位时间、企

业出口、企业开工率、工会主席在位时间系数均为正，企业负责人受教育年限、工会是否有例会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留职意愿 3 008 0.81 0.40 0.00 1.00
工会主席身份 2 274 0.16 0.37 0.00 1.00

员工年龄 2 989 31.96 8.02 17.00 63.00
员工受教育年限 3 008 11.91 3.06 3.00 19.00

员工职位 3 008 1.42 0.73 1.00 3.00
老家是否有老人 3 008 0.76 0.43 0.00 1.00

企业负责人受教育年限 3 008 14.76 3.40 3.00 21.00
企业负责人在位时间 3 008 8.18 3.21 0.50 10.50
企业负责人是否党员 3 008 0.19 0.39 0.00 1.00

企业是否出口 3 008 0.62 0.49 0.00 1.00
企业开工率 2 492 0.84 0.26 0.00 1.00

工会主席年龄 2 241 41.09 6.88 27.00 60.00
工会主席在位时间 2 241 4.05 2.89 0.00 12.00

工会是否有例会 3 008 0.50 0.50 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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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系数均为负，基本符合预期。

由于离散选择模型一般使用的都是极大似然估计，从而在构建似然函数时对扰动项的分布

有一定要求。但现有使用 Probit 模型的文献中，鲜有文献对此进行验证，本文更为关注的是这一

效应是否存在，而非这一效应的精确大小。作为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不依赖扰动项分布正态性

假设的 OLS 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3 中模型 5 所示。从数据中可以看出，OLS 估计结果和模型 4 中

的结果非常接近，从而确认了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之

前设定的 Probit 模型是稳健可行的。

（二）机制分析。上述回归结果，证实了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即从基

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相对于从中高层管理者或雇主中任命的工会主席更有助于留住员

工。从基层上来的工会主席更能体会到基层员工的疾苦和难处，也更愿意为基层员工争取更多

的权益（如员工加薪、购买社保、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促使企业与员工签订合同并延长合同期

限等），因而更容易与基层员工打成一片，得到员工的信任和支持，员工安全感将得到增强，从而

留职意愿也会得以提升。为了更好地分析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影响的作用机制，本文建立

了如下关联模型：

UNi = α0+α1unioni+
∑
γ× cvi+δ1 privatei+δ2hi_techi+εi （2）

stayi = φ0+φ1UNi+φ2unioni+
∑
ρ× cvi+ θ1 privatei+ θ2hi_techi+µi （3）

模型（2）中 UNi（i=1，2，…，6），依次表示每小时实际工资、①是否购买社保（1 为购买，0 为没有）、是

表 3    全样本估计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OLS）

工会主席身份 0.0399*（0.0233） 0.0412*（0.0233） 0.0447*（0.0240） 0.0435*（0.0240） 0.0426*（0.0227）

员工年龄 0.0054***（0.0013） 0.0053***（0.0013） 0.0055***（0.0013）

员工受教育年限 0.0166***（0.0031） 0.0172***（0.0031） 0.0174***（0.0032）

员工职位：基层管理者

（对照组为普工）
0.0996***（0.0224） 0.1007***（0.0225） 0.0999***（0.0219）

中高层管理者

（对照组为普工）
0.0567**（0.0260） 0.0566**（0.0260） 0.0540**（0.0241）

老家是否有老人 0.0501**（0.0202） 0.0519**（0.0203） 0.0545**（0.0224）

企业负责人受教育年限 −0.0022（0.0029） −0.0018（0.0032） −0.0012（0.0032）

企业负责人在位时间 0.0036（0.0030） 0.0057（0.0035） 0.0058（0.0036）

企业负责人是否中共党员 −0.0450*（0.0255） −0.0452*（0.0257） −0.0497*（0.0259）

企业是否出口 0.0316（0.0193） 0.0292（0.0201） 0.0300（0.0204）

企业开工率 0.0203（0.0352） 0.0128（0.0354） 0.0112（0.0385）

工会主席年龄 0.0026*（0.0014） 0.0025*（0.0014） 0.0024*（0.0014）

工会主席在位时间 0.0057*（0.0034） 0.0051（0.0034） 0.0053（0.0033）

工会是否有例会制度 −0.0061（0.0197） −0.0101（0.0197） −0.0083（0.0200）

企业所有制效应 N Y N Y Y

企业类型效应 N Y N Y Y

样本量 2 274 2 274 1 949 1 949 1 949
　　注：被解释变量为员工留职意愿，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p<0.1、**p<0.05 和***p<0.01（下表同），N 为不控制，Y 为控制，表中模型

1−模型 4 中系数全部为边际效应，模型 5 为 OLS 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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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1 为按标准发放，0 为没有按标准发放）、企业是否与员工签订合同（1 为

签订，0 为没有）、签订合同期限长短（1 为签订 1 年期及以上合同，0 为 1 年期以下合同）、员工是

否有安全感（1 表示有安全感，0 表示没有）。模型（3）中 stayi 与模型（1）一样，表示员工留职意愿。

模型（2）和模型（3）中其余特征变量和控制变量与模型（1）一样。上述模型除了每小时实际工资

采用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外，其余都采用 Probit 模型进行估计。

在进行作用机制分析前，我们有必要分析当工会主席由基层管理者和中高层管理者或雇主

担任对员工薪酬、社保购买、是否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合同签订、合同期限及员工安全感等

6 个指标的差异（见表 4）。由表 4 数据可知，由基层管理者担任工会主席和中高层管理者或雇主

担任工会主席在员工每小时实际工资、是否购买社保、是否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合同签订、合

同期限及员工安全感等 6 个指标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在每小时实际工资方面，前者比后者多

1.964 元，高出 12.19%，这种差异在 1% 水平上显著；是否购买社保、是否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是

否合同签订、合同期限长短的概率前者比后者也要大，且在 1% 水平上显著。此外，在安全感方

面，前者比后者高的可能性也要大，且在 5% 水平上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工会主席身份差

异会直接影响到员工的薪酬福利、合同签订及安全感等与员工留职密切相关的因素，并进一步

影响到员工的留职意愿。

1. 工会主席身份与员工薪酬福利。研究表明，薪酬福利是员工考虑是否留职的重要因素之

一，工会主席可能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促使企业增加薪资、改善福利，进而影响员工留职意

愿。表 5 中模型 6、模型 7 和模型 8 是工会主席身份与员工薪酬福利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工

会主席身份在 3 个模型中的估计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在确保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形下，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可以使员工每小时工资增加约 10.4%，与上述统计分

析中的结论基本一致；使企业为员工购买社保的可能性提高 16.42%，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的可

能性提高 6.28%。

可见，越是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越有可能为员工薪酬福利的改善和提高而努

力，薪酬提升和福利改善最终使得员工的留职意愿大大增加，这种作用机制可以从表 6 中模型

表 4    主要指标统计分析

基层管理者 中高层管理者或雇主 t 统计量

每小时实际工资（取对数） 2.895 2.780 −5.110***

购买社保 0.978 0.863 −6.230***

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 0.898 0.838 −2.867***

合同签订 0.981 0.949 −2.625***

合同期限 0.906 0.826 −3.795***

员工安全感 0.903 0.853 −2.539**

表 5    作用机制分析（1）

被解释变量 小时工资模型 6 社保购买模型 7 加班工资模型 8 签订合同模型 9 合同期限模型 10 员工安全感模型 11

工会主席身份 0.1040***（0.0231） 0.1642***（0.0305） 0.0628***（0.0224） 0.0454***（0.0153） 0.0827***（0.0247） 0.0674***（0.0226）

特征变量 Y Y Y Y Y Y

所有制效应 Y Y Y Y Y Y

企业类型效应 Y Y Y Y Y Y

样本量 1 881 1 949 1 949 1 949 1 949 1 949

　　注：模型 7-模型 11 系数为边际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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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模型 13 和模型 14 得到印证。从模型 12、模型 13 和模型 14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了核心

变量工会主席身份及其他特征变量后，每小时实际工资增长 1%，员工留下的可能性增加 8.25%；

企业为员工购买社保，可以使员工留下的可能性增加 10.81%；企业按标准为员工发放加班工资，

则可以使员工留下的可能性增加 7.55%，且均在 1% 水平上显著。在模型 12 中，核心变量工会主

席身份的系数相对模型 3 和模型 4 显著减少；在模型 13 和模型 14 中，工会主席身份的系数变得

不显著，这也论证了工会主席可能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促使企业增加薪资、改善福利，进而影

响员工留职意愿这一中介效应（温忠麟和叶宝娟，①2014）或作用机制。

2. 工会主席身份与员工合同签订。签订合同的员工比没有签订合同的员工流动性更小，签

订较长期合同的员工比签订短期合同的员工流动性更小。工会主席可能通过促使企业签订劳动

合同、延长劳动合同期限来影响员工的留职意愿。表 5 中模型 9 和模型 10 表示的是工会主席身

份与员工合同签订情况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工会主席身份系数在模型 9 和模型 10 中显著为

正，这意味着在控制其他变量后，相对于从中高层管理者或雇主中选拔工会主席，来自基层管理

者的工会主席促使企业和员工签订合同的可能性提高 4.54%，签订 1 年期以上长期合同的可能

性提高 8.27%。这说明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更可能通过合同签订及延长合同期限

影响员工的留职意愿。这种作用机制从表 6 中模型 15 和模型 16 可窥一二。从模型 15 和模型

16 回归结果可知，在控制了核心变量工会主席身份及其他特征变量后，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选

择留下来的概率比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高 8.06%，签订长期合同的员工选择长期留下来的

可能性比签订短期合同的员工高 7.48%。且在模型 15 中，核心变量工会主席身份的系数相对模

型 3 和模型 4 显著减少，在模型 16 中工会主席身份的系数变得不显著，从而印证了工会主席可

能通过促使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延长劳动合同期限来影响员工的留职意愿这一中介效应或作用

机制。

3. 工会主席身份与员工安全感。一般而言，有安全感的员工选择离职的可能性较小，工会主

表 6    作用机制分析（2）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工会主席身份
0.0413*

（0.0245）
0.0308

（0.0239）
0.0380

（0.0239）
0.0404*

（0.0240）
0.0371

（0.0239）
0.0337

（0.0237）
0.0200

（0.0241）

每小时实际工资
0.0825***

（0.0268）
0.0369

（0.0253）

是否购买社保
0.1081***

（0.0247）
0.0834***

（0.0257）

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
0.0755***

（0.0237）
0.0300

（0.0247）

是否签订合同
0.0806**

（0.0398）
0.0308

（0.0449）

是否长期合同
0.0748***

（0.0225）
0.0518**

（0.0244）

员工是否有安全感
0.1302***

（0.0225）
0.1107***

（0.0233）

特征变量 Y Y Y Y Y Y Y

所有制效应 Y Y Y Y Y Y Y

企业类型效应 Y Y Y Y Y Y Y

样本量 1 881 1 949 1 949 1 949 1 949 1 949 1 881

　　注：被解释变量为员工留职意愿，表中系数全部为边际效应。表 7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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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可能通过提升员工的安全感来降低员工的留职意愿。表 5 中模型 11 为工会主席身份与员工

安全感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工会主席身份系数为 0.07，且在 1% 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控制

其他变量后，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安全感。其作用机制从表 6 模

型 17 也 可 以 得 到 印 证 ， 有 安 全 感 的 员 工 相 对 于 没 有 安 全 感 的 员 工 选 择 留 下 来 的 可 能 性 高

13.02%。且核心变量工会主席身份的系数变量不再显著，说明存在工会主席可能通过提升员工

安全感来增强员工留职意愿的中介效应。

最后，从模型 18 来看，通过控制上述所有中介变量及特征变量，核心变量工会主席身份不再

显著，中介变量除每小时实际工资、按标准发放加班工资和是否签订合同外，是否购买社保、是

否长期合同和员工是否有安全感依然是显著的，从而印证了本文第二节对作用机制的分析。

（三）异质性检验。

1. 不同所有制的影响。本文按照所有制的不同，分 2 个子样本进行回归，以考察工会主席身

份对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有何差异。表 7 中模型 19 和模型 20 给出了私营

企业和非私营企业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私营企业子样本中，

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会主席身份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 5%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

私营企业中，越是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对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越显著。但在非私营

企业子样本中，工会主席身份的估计系数虽为正，但影响不显著。这可能由于私营企业中来自基

层的工会主席更可能为基层员工代言和发声，员工基本的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障，选择留职的

可能性大大增加；而在非私营企业中，工会职能特别是基层工会主席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发挥，

如 2010 年南海本田公司罢工事件（常凯，2013；魏下海等，2013；罗燕和梁思敏，2014）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证。这也充分说明，相对于非私营企业，私营企业的工会主席如果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

更有助于留住员工。

2. 不同类型企业的影响。如前所述，本文将企业类型分为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

分 2 个子样本进行回归，以考察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中是否存

在差异。模型 21 和模型 22 给出了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

愿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新技术企业子样本中，工会主席身

份的系数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该系数不显著。这一结论与前述高科

技行业中较高的员工离职率不相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所考察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基层工会

主席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满足员工利益诉求、提高员工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提升

了员工的留职意愿，这也意味着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存在

显著差异。

3. 不同年龄的影响。本文按照员工出生在 1990 年前后将样本划分为 2 个子样本（1 个是

90 后新生代员工，1 个是 90 前老一代员工）进行回归，以考察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意愿的影

响在不同年龄段员工中是否存在差异。模型 23 和模型 24 给出了工会主席身份对不同年龄段员

工留职意愿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在 90 前老一代员工的子样本中，工会主席身份的系数为正，

且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 90 后新一代员工的子样本中，该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说明从基

表 7    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职影响的异质性检验

私营企业

模型 19
非私营企业

模型 20
高新技术企业

模型 21
非高新技术企业

模型 22
90 后新生代

模型 23
90 前老一代

模型 24
工会主席身份 0.0650**（0.0303） 0.0424（0.0457） 0.0724*（0.0426） 0.0250（0.0330） 0.0316（0.0550） 0.0464*（0.0266）

特征变量 Y Y Y Y Y Y

样本量 1 193 756 810 1 139 506 1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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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管理者中选拔工会主席对 90 前老一代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更显著。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

面，90 后新生代员工追求个性彰显，注重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更关注工作本身的满意程度，当

个性与工作环境不协调时，有主见的 90 后新一代员工可能更希望找到能发挥其自身价值的工

作，更易选择离职，因而来自基层的工会主席对其留职意愿影响不明显；另一方面，90 前老一代

员工大部分需要承担家庭责任，其选择离职的机会成本会比较大。作为基层员工的贴心人，来自

基层管理者的工会主席通过和企业协调改善薪酬和福利的举措对 90 前老一代员工是否选择留

职的影响更显著。

综上所述，不管从不同所有制企业、不同类型企业来看，还是从不同年龄段员工来看，工会

主席身份均会影响员工的留职意愿。从基层管理者选拔工会主席，对于私营企业员工、高新技术

企业员工及 90 前老一代员工的留职意愿影响更显著。

五、结　论

本文利用 2016 年广东南海“雇主-雇员”匹配数据，从经验上考察了工会主席身份对员工留

职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工会主席身份对于员工留职意愿确有显著影响。工会主席越是来自基

层管理者的企业，其员工留职意愿越强。换句话说，越是从基层管理者中选拔的工会主席，越有

助于留住员工。且该结论不受员工特征、工会主席特征和企业（主）特征的影响。来自基层的工

会主席主要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促使企业增加薪资、改善福利，促使企业签订劳动合同、延长

劳动合同期限以及提升员工的安全感，通过这三条路径来降低员工的离职意愿。从不同子样本

的估计结果来看，工会主席身份对于私营企业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甚于非私营企业，对于高新

技术企业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甚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对于 90 前老一代员工留职意愿的影响甚

于 90 后新生代员工。

本文从工会主席身份这一视角探索影响员工留职意愿的因素，不仅丰富了国内外关于员工

留职意愿的相关文献，而且为企业提升员工留职意愿、降低离职率提供了新的政策洞见。即企业

应大力推行工会直选制度，切实从基层员工或基层管理者中推选工会主席，即从职工队伍中寻

找自己的“资源”和“手段”。使企业工会真正成为基层员工自己选举并管理的组织，也使工会主

席维权更接地气，以达到凝聚人心、留住员工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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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the Position of Labor Union Chairman Affect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Stay? An Empirical Study on
Employer-employee Matching Data of Nanhai District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6

Luo Yonghua1，2,  Wei Xiahai3,  Wu Chunxiu1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Maoming 525000，China;

3. Institu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Reform，Huaqiao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Summary:  The report of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learly stressed
that harmonious labor relations, which include nego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volving government,
labor union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the crucial transitional period of labor relations, the
labor unions of enterprises play new roles and assume the new mission of the tim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effect of position of labor union chairman on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stay, as
well as the mechanism, with the employer-employee matching data of Nanhai district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2016.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is discussed as wel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sition of labor union
chairma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stay: employees have stronger willingness
to stay in an enterprise with labor union chairman who is grassroots manager. The labor union chairman elec-
ted from the grassroots affects the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stay via several channels. These channels include
protecting welfare and overtime wages, increasing salaries, signing contracts, extending the duration of con-
tracts, and enhancing the sense of security, by negotiation and coordination. This effect is higher in sub-
samples of private enterprises, high-tech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who are born before 1990. This research
finds new policy insights into how companies can effectively retain employees in the new age, that is, enter-
prises should vigorously promote the direct election system of labor unions, effectively select the chairmen of
labor unions from the grassroots employees or grassroots managers, and make the labor unions truly become
the organizations that grassroots employees elect and manage in their own right, to make the chairmen of the
labor unions safeguard legal right more securely, and achieve the purpose of uniting the staff and retaining
them.
        This paper expects to have two main marginal contributions: first, in recent years, the high turnover rate
of employees, and employee turnover intention or intention to stay are widely concerned in academia. Schol-
ars mainly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promotion oppor-
tunity，work pressure, job embeddedness, salaries and benefits and their fairness, job conversion costs and
chance to access to new jobs, but neglect the impact of the important variable of labor union chairman’s posi-
tion on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stay.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this paper give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for the factors affecting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stay. Second, the existing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wage premium and wage inequality, promoting the signing of contracts, improv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m of
employment and other aspects of labor unions or the status and role of labor union chairman. However, there is
no literature that studies the impact of labor union chairman’s position on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stay. Ex-
ploring this issue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more deeply the labor unions and the role of labor union chairman.

Key words:  identity of labor union chairman； employees’ willingness to stay； turn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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